
地域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 翟屯建

《徽州文化》是“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一，
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九章，辅以前言、
结语与后记，体例周密、结构谨严，字里行间不
见空泛议论，唯有坐标可考、时空可溯、文献可
按、田野可验的扎实表达。尤为可贵的是，它虽
隶属“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列，定位为社科普
及读物，却始终以专业史学的标准自我要求。
不降格以媚俗，不炫技以取宠，不拔高以造势，而
是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学术诚实，将徽州从被浪漫
化、符号化、碎片化的文化想象中打捞出来，还原
为一个有山川肌理、有制度脉络、有人间烟火、
有文书证据的活态文明实体。

作者刘伯山自上世纪90年代起，持续深入
徽州腹地，足迹遍及近千个自然村落，抢救性收
集、整理、归户徽州文书数万件，其中大量为首次
面世的一手契约、账簿、阄书、讼案、谱牒、碑刻与
日用类书。这些沉睡于农家阁楼、祠堂夹壁、旧
书摊贩中的纸片，并未被当作猎奇的“古董”陈
列，而是成为贯穿全书的知识底座与论证支点。
书中谈重教，引《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细
数其公产拨款如何用于束脩、膏火、赴试盘缠；论
崇文，援引明嘉靖《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与清
人程瑶田《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议》，揭示“文献之
邦”不仅是美称，更是士绅阶层主动建构的文化
自觉；述乡约，取嘉靖五年祁门彭龙村《申明乡约
碑》，逐条解析其春秋社祭、会饮读约、善恶登籍、
约正推选等运作机制，使六百年前乡村自治的理
性逻辑跃然纸上。

这种“以文书证制度，以田野释文本”的方
法，使全书规避了地方史写作常见的两种陷阱：
一是纯文献考据的隔膜感，只见文字不见人；二
是纯口述采集的主观性，只见情绪不见结构。
《徽州文化》所呈现的徽州，是契约上签押的指
纹、碑阴镌刻的姓名、谱牒中反复誊抄的迁徙路
线、堨坝图纸旁标注的水文数据，是无数普通人
面对贫瘠山地、苛重赋役、宗族压力时所作出的
筹划与调适。

在叙事结构上，《徽州文化》摆脱传统地方史
志“朝代更迭—人物胪列—风物罗列”的窠臼，构
建起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三层空间叠合”文化地
理学框架。这一框架不是先验的理论模型，而是
从徽州自身历史实践中自然结晶而出的认知地
图。第一层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徽州文化圈”，即
一府六县（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的行政
与文化原生地；第二层是动态扩散的“徽州文化
辐射圈”，涵盖皖南、浙西、赣东北毗邻诸县，其间
谱牒常载“自歙迁来”，水利技术互通，方言词汇
共融；第三层则是跨域流动的“徽州文化影响
区”，远至北京、苏州、扬州、汉口乃至日本长崎，
皆可见徽商营建的会馆、徽匠雕琢的建筑、徽籍
医者编纂的方书、徽州书坊刊刻的典籍。此类空
间传导链条，绝非泛泛而谈的“影响深远”，而是
通过碑刻题名、迁徙记录、营建契约、账簿明细一
一锚定，使文化的扩散成为可追踪、可计量、可复
原的社会过程。由此，徽州不再是一个静止的

“文化盆景”，而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文化河流，其
源头活水在六县山谷，主干流经江南腹地，支脉
则蜿蜒至全国乃至东亚海域。

书中对徽州文化本质的再界定，展现出极强
的思想穿透力。第九章提出的四重性质判断，层
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全书最具锋芒的理论内
核。其一，徽州是中国汉族山区农耕文化自我传
承的突出代表。此说有力矫正了长期笼罩徽州
研究的“商人中心论”。书中以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徽州堨坝”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歙县梯地茶
园系统”为实证，指出徽州社会的根基在于“山—
田—村”三位一体的精耕细作体系，徽商资本实
为山地农耕经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溢转化，
而非无本之木。其二，徽州是传统中原文化自我
发展的经典案例。作者强调永嘉南渡后中原士
族“反客为主”的文化主体性，他们通过联姻、科
举、建学、修谱等系统性工程，将礼制、理学、宗
法深度植入徽州社会肌理，使其成为中原文化
南迁后最完整、最自觉、最具创造性的延续形
态，而非简单的“文化混血”。其三，徽州是南宋
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缩影。宋元至
清中叶，正是帝制中国国家治理、宗族组织、民
间教化趋于成熟的高峰期，而徽州恰好完整保
存了“国家—宗族—家庭”的三级治理结构。其
四，徽州更是中国传统乡村民间社会与文化发
展的真实展现。这是全书最具人文温度的判
断，作者刻意剥离精英主义滤镜，将目光投向普
通徽州人。萧江氏祠规中“虽佃仆、佣赁之人，
亦必一体待之”的平等意识，彭龙乡约碑上“喜
庆相贺，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伦理，乃
至堨坝公约中“轮值守堨、均摊修费”的集体理
性，无不昭示着徽州文化辉煌表象之下，是千千
万万普通人基于生存智慧、伦理自觉与社区认

同所进行的日常实践。这种“人民性”的确认，使
徽州文化真正从圣贤书架上走下来，回归于泥
土地。

在表达风格上，《徽州文化》践行了一种极为
珍贵的学术克制。全书杜绝“璀璨明珠”“精神家
园”之类空洞修辞，对朱熹、戴震、邵作舟、胡适、
陶行知等巨匠，亦不作概念化颂扬，而聚焦其思
想如何被徽州人实际践行。朱子《家礼》如何转
化为祠堂祭仪流程？戴震朴学如何渗透进族谱
编纂体例？邵作舟如何是徽州学术近代转型的
枢纽性人物？胡适白话文理念如何影响本地启
蒙读物？这种“去光环化”的处理，使历史人物回
归具体土壤，避免了英雄史观的单薄。数据运用
同样一丝不苟：新安医家占安徽医家总数70%，
出处为2023年《中医大辞典》第3版；徽商“足迹
遍天下”，依据为万历《休宁县志》与《歙志》原文；
现存徽州典籍，坦承《徽州文献综录》著录6000
种，而据作者目验当超8000部，并说明存疑之处
尚待考证。53幅插图、十余张附表，全部服务于
核心论点。

《徽州文化》的价值，远不止于提供一部关
于徽州的权威读本，它更树立了一种地域文化
研究的新范式。以空间为尺度，以文书为证源，
以田野为现场，以普通人为主体，以平实语言承
载厚重思想。它告诉读者：徽州为何是徽州？
因其山川形胜孕育出坚韧的农耕理性。它走到
今天，靠一代代普通人在契约中立信、在碑石上
铭约、在谱牒里续根。它的根须深扎于中原士
族南迁带来的文化基因土壤，更是徽州人面对
现实所做出的务实选择。

——评“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徽州文化》

古有徽班进京，
今有“百戏入皖”。
自2025年 9月以来，

“百戏入皖·星耀合
肥”活动以令人瞩目
的社会热度与经济
效益，超越单纯的戏
曲展演或汇演，成为
一场赋能经济社会
发展、重构戏曲文化
生态、助推城市内涵
式发展和展现“场景
里的新时代”的文化
实践，为戏剧艺术乃
至传统文化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一份

“安徽答卷”。
“百戏入皖·星

耀合肥”跳出以往
“文旅融合”的简单
拼贴，初步构建起以
戏曲文化为中介，联
通上下内外、提升城
市魅力、赋能社会发
展的创新模式。特
点有三：

其一，在文化统
筹上，它是一场“顶
层设计+文化传播+
在地转化”的系统工
程。活动并非零散
的剧目引进，而是由
政府主导，联动文
联、剧协、剧院、院团
及社会力量，设定清
晰的“两个百场”目
标，有计划地将全国
戏曲精华精准导入，
有组织地将本土地
方戏曲普及推介，既
打破了剧种的地域
局限，又有力推动传
统戏曲在当代的“活
态”传承。一张戏票
就是一张“文化通行
证”，让戏曲真正从
舞台艺术转化为百
姓切身可感的城市
文化气息。通过与
上海、西安等城市开
展“双城记”戏曲互
荐，合肥向全国展示
了其超越“科创名
城”单一定位的多元
文化魅力，一定程度
上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科创硬实力的交融互补。

其二，在运营模式上，探索出“政策激励+
戏曲引流+市场反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10
元、20元、30元的惠民票价，是一把降低高雅艺
术门槛、培育潜在观众的“钥匙”。戏曲文化资
源一旦与旅游、商业、制造等进行整合，就成为
赋能城市更新、驱动产业融合的“活性文化资
本”，其核心创新在于衍生的“票根经济”，凭票
根可享受跨行业的消费优惠。据统计，累计激
活票根权益的戏迷票友超3万人次，促进消费
超4亿元，其中超2.7万人次凭票根免费畅游
安徽标志性景点。这充分证明，优质文化内容
本身就是强大的流量引擎和消费动力，一张戏
票就是一块“文化芯片”，戏曲文化完全能够在
拉动经济与激活产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晚
上看戏，白天赏景”的文旅新模式，有利于实现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产业闭环，有利于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实现文化
传承与文旅融合的互动共赢。

其三，在受众拓展和素养提升上，铺设了
“名家引领+大众共享”的普及提高路径。一方
面，力邀70位戏曲名家领衔出演，通过“以角带
戏、以角引流”，为大众文艺树立艺术标杆，传
播中华美学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戏曲进社区、
进校园等多元渠道，实现戏曲文化普及和文明
素养提升。双管齐下，亲民惠民，既满足了中
老年戏迷群体的审美期待，更吸引了40岁以下
青年观众（占比75.1%）的热情参与，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戏曲观众“老龄化”的刻板印象，为戏
剧行业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火热开局后，如何将一时的消费“流量”转
化为长期滋养城市的文化“留量”？这需要我
们思考，如何设立专项基金、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以及评价机制等，以确保文化与经济联动发
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票根经济”打开了消费
入口，但围绕戏曲IP的产业链条仍显单薄。在
主题文创、数字内容、沉浸式戏剧、研学教育等
衍生业态开发上，还存在巨大潜力亟待挖掘。
更紧要的是，安徽借此活动搭建起全国性的戏
剧展示和交流平台，如何让不同剧种、流派艺
术家之间进行深度碰撞，尤其是如何激活安徽
本土黄梅戏、徽剧等剧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真正推动各剧种的本体建设，创作出
更多“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戏剧精品，是
下一步要深思和解决的命题。

当戏曲的鼓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同
频共振，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传承创新的新路径、新风貌和新气象。“百戏
入皖·星耀合肥”的实践证明，戏曲文化绝非经
济发展的点缀品，而是可以成为助推经济、驱
动创新、点亮城市、温暖人心的核心动能，它提
供的不仅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更是一
种充满文化自信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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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矿工诗人”陈年喜的《炸裂
志》，到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再到农
民工“安大爷”重写1957年高考作文题《我的
母亲》引爆网络，一位又一位来自基层的写作
者闯入公众视野。这些现象并非孤立的文学
事件，而是“新大众文艺”浪潮的生动注脚。我
们如何站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脉络中审视
这一现象？

从“文艺大众化”到“新大众文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我们的文学
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
的。这一论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
向。八十余年后，当“新大众文艺”进入公众
视野，我们看到的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脉络的自然
延伸。至少可以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其清晰的
演变轨迹。

第一，文艺对象的扩展。《讲话》中界定的
人民大众，今天已拓展至新时代社会各阶层群
体。“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义，正在于“以生活
为根、以真情为魂、以大众为本”。

第二，文艺内容的丰富，从革命建设生活
延伸到新时代日常生活的全景呈现。如果说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工农
兵，今天以素人写作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
则将镜头对准了外卖员、快递员、卡车司机、工
厂工人等群体的日常生活。范雨素笔下在北
京做家政的经历，王计兵诗中“赶时间的人没
有四季”的吟唱，河南濮阳农民工刘诗利在《人
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安大爷”重写1957年高
考作文题《我的母亲》——这些作品共同构成
了一幅新时代人民生活的生动画卷。

第三，文艺形式的革新，从传统媒介影响
下的艺术形式革新到数字传播多元融合下的
文艺形式。延安时期开启的文艺大众化导向
的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小说、快板、

话本、说书、连环画、戏曲等。而在今天，新的
传播媒介深刻改变了文艺的形态。网络小说、
有声书、非虚构写作大赛、短视频平台上的诗
歌朗诵等，让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能够借助互联
网平台，将生活的酸甜苦辣凝练成传达新时代
人民心声的故事。

素人写作的发生与发展

素人写作的现象并非凭空而来。从2017
年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引发“10万+”点击，
到陈年喜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胡安焉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相
继出版，再到农民工“安大爷”的《我的母亲》48
小时内点赞量突破500万，素人写作已然成为
不可忽视的文化景观。

在这些文化现象背后，一个关键性的推
动力是普通人对新传播媒介的掌握与使用。
江苏外卖员王计兵道出了这种变化的意义：

“以前觉得主流媒体、传统刊物的内容创作带
有门槛，我们‘草根’难以被看见；现在有了互
联网平台，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浙江理发
店店主颜怡选的经历也颇有代表性。在传统
文学领域，他得到省作协的指导；在新媒体领
域，借助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影响力，他创作的
《我是剃头匠》获得“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
十佳散文奖”。

媒介的变化不仅降低了发表的门槛，更重
要的是让作为文艺生产主体的人民大众真正
显现了出来。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文学小
组，每周六晚上都会亮起温暖的灯光，工友们
从四面八方赶来分享作品。黄土坡里走出的
家政女工李文丽在这里找到创作的信心：“大
家坐在一起很自在，你说的内容没有绝对对
错，也没有人会批判你。”

通过素人写作，新时代各行各业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得以呈现。陈慧在菜场观察“命运的
称重计价”，小海写下《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
表达对生活的思考，“矿工诗人”陈年喜感受心
脏“爆裂的巨响”——这些扎根生活的文字，汇
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

素人写作的意义

素人写作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文类，是
一种能将内容与形式发挥得相得益彰的重要
艺术形式。其深远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人民
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彰显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

首先，素人写作实现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
象的统一。在传统的文艺生产模式中，创作者
与表现对象是有一定距离的。而素人写作中，
创作者本身就是故事主角。家政工写家政，外
卖员写外卖——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创作方
式，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品质。

其次，素人写作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创作原则。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素人写作者本身就生活在人民
之中，他们不需要“深入”，因为他们就在生活的深
处。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诗句，陈慧在菜
场的鱼腥味中观察人生——这种“在场”的写作，
使作品具有专业作家难以企及的生活质感。

再次，素人写作体现了新时代文艺的人民
性。在东莞，36名素人写作者入选“鲁迅文学院
东莞作家研修班”赴京学习；在北京，皮村文学小
组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正式出版——这些
事例共同表明，“新大众文艺”正成为人民大众
的精神家园。

素人写作的发展也面临无可回避的挑
战。如何从“现象热潮”发展为“可持续生
态”？如何在保持“接地气”的同时提升文艺水
准？如何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平衡？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但无论如何，
素人写作的兴起已经证明：当每一个普通人都
能拿起笔书写自己的生活，文艺便获得了最深
厚的土壤和最蓬勃的生命力。

从延安窑洞里走出的“文艺大众化”，到今
天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这条穿越八十
余年的脉络，见证了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深化的
历史进程。而素人写作，正是这条脉络上最新
绽放的一枝新绿——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
时代的先声。

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

长期从事图书编
辑出版工作，常思索读
书的意义。书在茫然
时为我们点一盏灯，在
喧嚣中替我们开一扇
窗，在转瞬即逝的时光
里为我们保存一片可
随时归返的故乡。读
书，从来不是简单的消
遣，而是一场精神的跋
涉、一次心灵的认领。

年少读的几本好
书、几篇好文章，会影
响人一辈子，这被无数
人的生命阅读经历证
明了，它指向一种跨越
时空的“遇见”——在
偶然中注定遇见，在他
人闲置的旧书堆里，遇
见 自 己 一 生 的 精 神
底色。

《尽百家之美——
明清散文选析》正是这
样一场“遇见”。它初
版于 1981 年，茅盾先
生在病中两次为其题
签，甫一问世，便洛阳
纸贵。在那个书籍珍
贵的年代，这样一本选
本，或许也曾躺在某位
乡村教师的案头，被某
个少年在煤油灯下摩
挲翻阅。书页间，宋濂

的典正、张岱的性灵、顾炎武的沉郁、归有光的温
情，如涓涓细流，渗入少年懵懂的心灵。44年后，
92岁的方铭教授携弟子李传玺、潘军，师生三人合
力将这本书修订、增补、再版。这是一场漫长而郑
重的接力。初版读者或许已生华发，但那些曾被
文字照亮的时刻、那些字里行间构建起的审美与
思想，依然鲜活。

新版定名“尽百家之美”，意蕴深远。它既是
数十位明清散文大家六十余篇作品的精心荟萃，
涵盖游记、随笔、政论、书信等；又是一种对多元风
格的欣赏、对不同声音的倾听、对那个时代文人风
骨与情致的全景式观照。品读这些文章，我们是
在学习古文，更是在贴近一个个真实、丰富、有温
度的生命。他们的忧思与旷达、坚守与洒脱，穿越
数百年烟尘，叩击今人心扉。

最动人的，莫过于本书背后的“师生共传”。
方铭教授年逾九旬，仍主持修订；弟子李传玺增补
评析；作家、画家潘军，则以画意映衬文心。这一
合作，是学问、品位与情怀借由出版完成的一次衣
钵相传。细细想来，乡村教师存留的“古时候的课
本”，何尝不是一种无名的传递？每一本流传下来
的好书，都凝结着前人的眼光、选择与心血，它们
默默等待，在某个时刻，点亮另一双眼睛。

对我们而言，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其实是在搭
建一座桥。桥的那头，是明清文人雅洁深沉的笔
墨世界；桥的这头，是当下在碎片信息中浮沉、渴
望内心安顿的我们。书中的每一条注释、每一段
评析、每一幅插图，都让这座桥更稳固、更亲切。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书中后
记引用的这句词，是编者与读者之间无声的共
勉。美好的文字与思想，如同天边晚照，值得我们
举起回忆的酒杯，劝它慢些走，让它多留驻。愿
《尽百家之美——明清散文选析》，能够成为我们
书架上的“古时候的课本”——在某个我们需要沉
静、深度和对话的时刻，它就在那里，等待与我们
相遇，带我们重返那片精神故乡。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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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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